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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的农业生态效率及影

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1

马 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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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是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选

取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测算长江经

济带的农业生态效率与分阶段效率，并借助核密度分析方法和 Tobit 模型考察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特征与影响

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小于 1，未达到 DEA 有效。上、中、下游农业生

态效率均值分别为 0. 932、0. 845、1. 177，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趋势，各省市间存在显著差异。(2) 从地

区来看，仅江苏省在两阶段实现了 DEA 有效; 江西、贵州、上海、四川为 DEA 弱有效省份。(3) 农业生态效率及

其分阶段效率受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受农业受灾率的负向影响。农业市场化程度、财

政支农水平在农业生态治理阶段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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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内拥有太湖平原、江汉平原、成都平原等六大商品粮基地，为我国农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流域内出现了点、面源污染共存，生活与生产污染叠加，乡镇企业

和城市转移污染同在的多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压舱石”。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加强农业污染防治、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对补齐长江经

济带沿线省市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短板”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如何在提高农产品产出的同时降低农业生产污染以推动农

业生态环境改善成为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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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农业生态效率测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层面：(1)研究尺度上：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涉及国

家、区域、省市县域等
[1,2,3]

尺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2)在研究内容上，早期学者们主要基于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农业生

产效率
[4]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5]
、时空演变规律

[6]
等方面进行研究。当前，学界多考虑环境约束下的农业生态效率研究，侧重于

对其空间格局、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收敛性等方面的探究。如刘蒙罢等
[7]
基于核密度估计法及空间收敛模型，对长江中下游粮食

主产区 71 个市(州)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及收敛态势定量刻画；时朋飞等
[8]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地理加权回

归模型(GWR)判读、剖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环境生产率(ETFP)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理；舒晓波等
[9]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长

江中游城市群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子进行探测。(3)在测算方法上，学术界常采用投入-产出比值法(Farrell)
[10]
、随机前

沿分析法
[11]
、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12]
、生态足迹法

[13]
、数据包络分析等

[14,15]
。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无需预设函数关系，减少

了主观争议性，被诸多学者用以测度农业生态效率。潘丹
[16]

对传统 DEA 模型进行修正，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计算了

中国 30 个省份的农业生态效率。洪开荣等
[17]
基于系统论视角，从“社会-经济-生态”维度构建了网络 DEA 模型，对农业生态系

统整体效率及各子系统效率值进行测算。侯孟阳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对中国各省份 18 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对演变趋势

进行预测。然而，无论是传统的 DEA 模型还是 SBM 模型，其共性都是进行单阶段效率测算，并将整个过程看成一个“黑箱”来

评价，这种方法无法有效评价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真实效率情况，容易造成系统整体效率的高估。针对这一不足，Fare 等
[18]
、Tone

等
[19]
、Tavana 等

[20]
分别提出了网络 DEA 模型和网络 SBM 模型，旨在打开系统运行的“黑箱”,实现决策单元整体和内部阶段效率

的评价
[21]

。邓光耀等
[22]

基于网络 SBM-DEA 模型对中国各省工业用水效率进行了分析，将工业污水排放量作为两个阶段的连接变

量，在第一阶段作为非期望产出，在第二阶段作为投入。这一改进使得决策单元内部不再被当做“黑箱”处理，体现出了实际

运营中的阶段性特点，使得效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然而，网络 SBM 模型并没有提供多个有效决策单元如何排序及存在非期望

产出情形下如何测算的解决办法；克林涛等
[23]
运用两阶段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NSBM 模型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能

够更深层次地剖析分阶段效率的合理性及改进路径，为本文研究方法提供了支撑。

综上所述，国内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研究已初显成果，对长江经济带的相关研究
[24,25]

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此类文献多

侧重于从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数量和社会经济的功能出发，忽略了将农业生态效率的测算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考虑农业生态系

统内部结构以及内部子阶段效率的分析。这一问题的忽略容易导致测算结果不够准确，从而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真实水平。与

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拟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1)运用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将农业生态效率分解为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和农

业生态治理效率两个阶段，将农业碳排放指标作为非期望中间产出，同时考虑农业生态系统强大的碳汇功能，将农业碳汇效益

作为期望产出，分阶段进行效率测算。(2)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将进一步运用核密度估计法识别区域差异，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

从整体和阶段上分析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因素，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农业生产和治理上的合作联动、为落实“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农业生态效率理论内涵

1990 年德国学者 Schaltegger 等
[26]

最早提出将生态效率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比值。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SCD)
[27]
则将生态效率定义为在资源消耗过程中除生产人类正常的商品与服务需求外，同时还须确保该过程中所带来的生态影

响至少与地球的承载力基本保持一致。生态效率具体到农业领域指的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得到尽可能多的农业产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在研究农业生产水平时使用的手段是仅仅考虑资源和经济的农业生

产效率，并没有考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结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借鉴聂弯等
[28]

和姜翔程等
[29]
的研究，将农业生态效

率定义为：在一定的农业投入要素组合下，把农业生产活动控制在农业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之内，用较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

的农产品或者服务，同时对环境的非期望产出降到最低。基于此，本文尝试引用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建

立农业“生产积累—生态治理”两阶段框架，从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农业生态治理效率两方面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分析。

1.2 农业生态效率测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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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内涵可知，农业生态效率要求在自然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0]
。基于已有文献

研究成果，本文将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农业生态效率网络分为两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第一阶段，农业生态产品的生产积累阶段，包括土地、用水、化肥、农药、机械和劳动力的投入。在这一阶段是以农产品

的培育和成熟为主，进行农产品的获取，此阶段的产出以粮食产量作为表现，同时也需考虑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对积累和

治理阶段的影响，需将非期望产出考虑在两个阶段内。第二阶段，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阶段。此阶段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重

要环节，是将农业生产积累过程中的“产品化”投入进行二次开发利用，向“市场化”转化从而获得价值增值的过程。第二阶

段的产出包括农业总产值和农业碳汇量。连接这两个阶段的中间指标是第一阶段的产出，且两个阶段的权重值相同。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Super-NSBM 模型

本文采用两阶段视角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NSBM 模型(Super-efficiency Network SBM model),旨在解决测算对象有

多个决策单元值为 1 无法排序及单阶段 SBM 模型无法准确判断系统效率的问题。根据 Tone 的定义及参考龙亮军
[31]
的相关公式，

利用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公式如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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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农业生态效率是比值数据，没有单位。当且仅当第一阶段的效率值和第二阶段的效率值均大于或等于 1 时，

决策单元视为 DEA 相对有效；当综合效率值和其中一个阶段效率大于或等于 1时，决策单元视为弱 DEA 有效。否则，视为 DEA

无效。

2.1.2 GML 效率指数

基于前文测算的农业生态效率值，引入 GML 效率指数探讨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趋势，GML 效率

不仅弥补了 ML指数跨年变化，还可以反映随时间推移各决策单元的农业生态效率的变化情况。GML 效率指数为 t 时期和 t+1 时

期的几何平均值，基本表述如下：

式中：DG(xt,yt,bt)是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利用式(1)所示的Super-NSBM模型求解(生产可行集的期限不再局限于同一年)。

GML 指数大于 1,表明考察年度内农业生态效率值在增加，等于 1 则表示保持不变，小于 1 则表示下降。

2.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常见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因不需要设置函数形式，具有用连续曲线来描述变量分布的特征。其公式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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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式中：f(x)是农业生态效率的密度函数；N为观测样本的数量；h 表示带宽；xi 表示第 i 个 DMU 的农业生态效率；K(·)表

示核函数。本研究采用高斯核函数，其表达式为式(4)所示。

对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化规律进行估计，其过程基于 Matlab 软件。

2.1.4 指标构建

在指标选取方面，本文参考相关文献[14]并结合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农业发展实际情况，构建从“生产积累”到“生态

治理”的两阶段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投入要素、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在生产积累阶段：选取 6

项投入指标，2 项农业产出指标。中间指标 1项，既是第一阶段的非期望产出，又是第二阶段的投入。在生态治理阶段：投入指

标 4 项，产出指标 2 项。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阶段 Super-NSBM 模型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项目 指标 指标说明

生产

积累

阶段

人力投入 劳动投入 农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物力投入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面积(hm2)

用水投入 农业用水总量(亿 m3)

化肥投入 化肥施用量(折纯万 t)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万 t)

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万 KW)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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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期望产出 粮食总产量(t)

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量(t)

中间变量 非期望产出 农业碳排放量(t)

生态

治理

阶段

投入

财政投入 农林水事务支出(万元)

治理投入

农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万元)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千 hm2)

产业化投入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投入(千万元)

产出

农业经济效益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碳汇效益
农业净碳汇量(万 t)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狭义农业即种植业为研究对象，选取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 2008～2019 年共 12 年指标数据测算农业生态效率。相关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其中，农业从业人员数以农

林牧副渔从业人员×(农业总产值/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计算得出。农业碳排放量借鉴李波等研究成果
[33,34]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

等 6项农业碳源排放量，乘以相应的碳排放系数加总后得出。农业污染治理投资额等于各省(市)农林牧渔总产值/各省(市)GDP

×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总额。农业总产值统一折算为 2008 年不变价格产值。农业净碳汇量参考王修兰
[35]
,韩召迎

[36]
研究成果

测算后获得。此外个别省市在少数年份存在数据缺失，采用指数平滑法补充完整。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生产积累效率、生态治理效率演变分析

结合前述研究方法，本文首先运用基于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考虑非期望 Super-NSBM 模型和 GML 方法，借助 MaxDEA8.0 软

件测算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在不同年份的综合及两阶段效率，然后对每个年份的效率取平均值，从而得到可进行

时序比较的效率值(表 2)。

根据表 2 的结果可知，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高，综合平均效率值为 0.998,接近于 1,仍未实

现 DEA 有效。综合效率平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1.474)、上海(1.291)、四川(1.092)、浙江(1.056)、贵州(1.052)、江西

(1.019)、安徽(0.887)、云南(0.876)、湖北(0.767)、湖南(0.749)、重庆(0.710)。从各省份来看，江苏省均值最高，重庆市

均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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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在于，江苏省作为长三角区域的农业大省，生态类型多样，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整体发展活力强，使得总

体生态水平较高。而重庆市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禀赋相对薄弱，该市各区域受地形因素影响，易形成土地抬位、小气候、水分

涵养以及土质条件的差异，从而限制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机械化发展，影响了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从区域上看，农业生态

效率综合水平出现“下游>上游>中游”的态势。下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高，且相对稳定，主要原因在于：下游地区属于长江经

济带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有雄厚的资金投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上游地

区受经济发展和地形地貌的影响，不如中下游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但近年来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在生态

补偿、碳汇交易、生态产品项目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快。以贵州为例，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耕地资源十分稀缺，

但贵州省近年来努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加快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步伐，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得该省在农业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及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走在了前列。中游地区农业资源禀赋良好，水土丰沛，但农业发展易重量轻质，出现以环境污

染为代价，形成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值垫底的局面。

表 2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生态效率测算结果

区

域

城

市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排名

下

游

(4)

上

海

1.188 1.241 1.248 1.422 1.399 2.411 1.221 1.048 1.060 1.052 1.113 1.092 1.291 2

江

苏

1.203 1.286 1.224 1.263 1.204 1.237 1.243 1.801 1.845 1.899 1.789 1.695 1.474 1

浙

江

1.164 1.080 1.129 1.060 1.038 1.046 1.178 1.120 1.033 1.044 1.058 0.723 1.056 4

安

徽

0.866 0.862 0.856 0.853 0.856 0.847 0.865 0.872 0.715 1.030 1.017 1.011 0.887 7

中

游

(3)

江

西

0.930 1.022 1.014 1.025 1.022 0.942 1.035 1.033 1.054 1.052 1.051 1.041 1.019 6

湖

北

0.652 0.710 0.725 0.712 0.589 0.612 0.687 1.017 1.022 1.058 0.703 0.724 0.767 9

湖

南

0.861 0.892 0.842 0.854 0.835 0.666 0.665 0.681 0.803 0.523 0.794 0.568 0.749 10

上 重
0.743 0.762 0.748 0.737 0.700 0.663 0.684 0.723 0.718 0.664 0.698 0.683 0.7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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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4)

庆

四

川

0.967 0.971 0.964 1.103 1.143 1.139 1.107 1.094 1.115 1.183 1.131 1.181 1.092 3

贵

州

1.099 1.117 1.083 1.062 1.085 0.753 0.794 1.119 1.110 1.122 1.141 1.136 1.052 5

云

南

0.933 1.089 1.074 0.927 0.846 0.848 0.846 0.843 0.833 0.615 0.846 0.816 0.876 8

下游
1.105 1.117 1.114 1.150 1.124 1.385 1.127 1.210 1.163 1.256 1.244 1.130 1.177 (1)

中游
0.814 0.875 0.860 0.863 0.815 0.740 0.796 0.911 0.959 0.878 0.849 0.778 0.845 (3)

上游
0.936 0.985 0.967 0.957 0.943 0.851 0.858 0.944 0.944 0.896 0.954 0.954 0.932 (2)

长江经济

带

0.964 1.003 0.992 1.002 0.974 1.015 0.939 1.032 1.028 1.022 1.031 0.970 0.998 —

为了进一步考察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生态效率在时间上的动态演进趋势，选取 2008、2011、2015 和 2019

年综合效率值，计算代表性年份的核密度分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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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到：(1)各时间段密度函数的中心在 1附近，这是因为各时间段长江经济带各省综合效率的平均值在 1附近。

(2)从密度函数中心来看(横坐标 Xi 所对应的值),2011 年的中心值最大，说明 2011 年各省份综合效率值的平均值最大，其他年

份差异较小；(3)从密度函数中心的峰值来看(纵坐标密度所对应的值),2015 年最大，这说明与其他年份相比，2015 年在平均值

附近的省份较多，数据更集中。(4)从波峰的个数来看，2015 年波峰有两个，说明 2015 年各省农业生态效率值呈现两极分化的

现象；2008、2011 和 2019 年的波峰个数则只有一个，未出现两极分化。2008～2019 年间，从“单峰”逐渐演变为“双峰”,到

最后变为“单峰”,且主峰高度表现为持续变矮的态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内省份的农业生态效率极化现象有所减弱，内部差距呈

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5)2008 和 2011 年，密度函数呈对称分布特征，说明综合效率指数值分布较为均匀。从尾部来看，2015

和 2019 年，呈现右偏分布的特征，说明右边的省份个数比左边更多，也即考察年度里农业生态效率的综合效率值大于平均值的

省份个数更多。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分阶段农业生态效率值，如表 3所示。

表 3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分阶段效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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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农业生产积累阶段 农业生态治理阶段

2008
2011 2015 2019 研究期均值 排名

2008
2011 2015 2019 研究期均值 排名

上海 1.172 1.280 0.952 0.989 1.248 2 1.265 1.560 1.211 1.345 1.345 2

江苏
1.197 1.121 1.217 1.200 1.174 1 1.272 1.346 2.381 2.228 1.749 1

浙江
1.125 1.070 1.154 1.004 1.058 4 1.296 1.079 1.161 1.000 1.118 4

安徽
0.742 0.706 0.757 0.549 0.820 10 1.000 1.000 1.000 1.017 0.969 8

江西
1.013 1.025 1.038 1.050 1.040 5 0.949 1.009 1.008 1.017 1.009 5

湖北
0.714 0.694 1.104 1.000 0.856 8 0.673 0.776 0.968 0.547 0.716 10

湖南
0.721 0.709 0.588 0.557 0.644 11 1.000 1.000 0.817 0.648 0.878 9

重庆
1.000 1.000 1.000 0.898 0.992 7 0.577 0.570 0.550 0.562 0.536 11

四川
0.944 1.016 1.024 1.094 1.011 6 1.000 1.158 1.131 1.212 1.142 3

贵州
1.218 1.161 1.159 1.109 1.149 3 1.009 1.023 1.118 1.158 0.992 6

云南
0.895 0.862 0.759 0.631 0.798 9 1.000 0.911 1.188 0.680 0.993 7

下游
1.059 1.044 1.020 0.935 1.075 (1) 1.208 1.246 1.438 1.397 1.295 (1)

中游
0.816 0.809 0.910 0.869 0.847 (3) 0.892 0.928 0.931 0.737 0.868 (3)

上游
1.014 1.010 0.986 0.933 0.987 (2) 0.897 0.916 0.997 0.903 0.916 (2)

全域
0.976 0.967 0.978 0.916 0.981 1.009 1.039 1.140 1.038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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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积累阶段与生态治理阶段的效率值分别为 0.981 和 1.041,农业生产积累效

率明显低于农业生态治理效率，为弱 DEA 有效。从省份上看，2008～2019 年间，仅江苏省实现 DEA 有效；江西省和贵州省虽然

在表 3中两阶段的均值大于 1,但其在研究期内个别年份的农业生产积累或生态治理阶段的效率值仍有未达到 1的情况，属于 DEA

弱有效。与此相同情况处于弱 DEA 有效的省市还有上海市和四川省，说明这几个省市在农业生产和生态治理上虽然实现了较好

的协调，但仍然在生产或治理阶段有提升效率的空间。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云南 5省市的两阶段均值在研究期内均小于 1,

为 DEA 无效，未能实现生产积累和生态治理之间的协调发展。从流域来看，下游在农业生产积累阶段和生态治理阶段的效率值

均高于中游和上游。值得注意的是，下游和中游在生产积累阶段的均值都普遍低于生态治理阶段均值；而上游在两阶段的效率

均值虽未达到 DEA 有效，但第一阶段效率值要高于第二阶段，可能的原因在于：上游在农业生产环节积累程度较好，但治理水

平受经济发展和技术限制，未能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限制，需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而中、下游农业资源禀赋较好，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高，农业生态保护意识、农业技术和资本等配置较好，在保障生产的同时，有较好的生态治理技术和资本的投入，

使得中下游地区在农业生态治理阶段的效率较上游更高。

3.2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2.1 变量选取及各阶段模型设定

(1)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

本文认为农业生态效率衡量的是农业生产积累和生态治理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将被解释变

量分别设为农业生态效率值(Y)、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值(yp)和农业生态治理效率值(yc);借鉴陈菁泉等
[32]

学者的思路，将影响农

业生态效率的因素分解为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四个方面，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整体和阶段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

效率的影响因素，具体见表 4 所示。

表 4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指标

变量 指标名称 指标涵义 单位

被解释变量 Y 农业生态效率 根据 MaxDEA 软件测算整理后得到 —

yp 农业生产积累效率 根据 MaxDEA 软件测算整理后得到 —

yc 农业生态治理效率 根据 MaxDEA 软件测算整理后得到 —

解释变量
X1 农业市场化程度 (规模效应):农民经营性纯收入/农民纯收入 %

X2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结构效应):粮食播种面积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 %

X3 农业机械化水平 (技术效应):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KW/hm2

X4 农业受灾率 (环境效应):农作物受灾面积/总播种面积 %

X5 财政支农水平 (环境效应):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2)Tobit 回归模型设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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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算影响因素时，通常采用两步法，即第一步对被评价对象进行参数或非参数方法检验；第二步将测度的农业生态效率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

运用 Stata 16.0 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全域农业生态效率、生产积累效率和生态治理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

确定选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Hausman 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χ2统计量 P 值
是否拒绝

原假设

采用

模型

农业生态效率 15.26 0.0181 是 固定

农业生产积累效率 16.50 0.0245 是 固定

农业生态治理效率 18.15 0.0275 是 固定

表 5 显示影响农业生态效率、农业生态积累效率和农业生态治理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

因此可对三个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非期望 Super-NSBM 模型测度的农业生态效率综合值、分阶段效率值，其取值范围介于 0～2 之间，

即数据被截断，若使用 OLS 回归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 Tobit 提出的截断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同时结合面板数据特性，建立如下的 Tobit 回归模型。

式中：Y、yp、yc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农业生态效率综合值、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值和农业生态治理效率值。β0为常

数项；β1～β5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X1～X5 为解释变量；μ为扰动项。

3.2.2 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将农业生态效率、农业生产积累和农业生态治理阶段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总结，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及其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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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

效率指数

农业生产

积累指数

农业生态

治理指数

常数项(_cons)
1.061** 1.315** 1.012**

(6.07) (7.48) (6.15)

农业市场化程度
-0.003 0.011 0.054*

(-0.76) (0.249) (1.92)

农业机械化水平
0.014*** 0.032** 0.162***

(2.96) (3.28) (5.11)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0.064*** 0.002*** 0.093***

(6.15) (2.12) (4.68)

农业受灾率
-0.023** -0.006*** -0.031**

(-1.82) (-3.18) (-1.61)

财政支农水平
-0.003 -0.108 0.017**

(-0.60) (-0.48) (1.83)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值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

(1)农业市场化程度。

选取农民经营性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农民纯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农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农业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生态效率未产生显著

性影响，其符号为负，这一结论与洪开荣等
[17]
、姜翔程等

[29]
学者的研究一致，说明农业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经济学意

义是负向的，即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度越大，短期内农业生态效率越低。然而，从长期来看，农民若想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附加

值，需采用农业绿色化发展模式，在培育良种、科学种植、施肥，采用环保型农机具方面进行投入，因此在农业生态治理阶段，

农业市场化程度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农业生态治理效率有正向效应。

(2)农业机械化水平。

本文选取各省市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总耕种面积的比值来衡量。从表 6 可知，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生产

积累效率和生态治理效率的影响系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从生产积累和生态治理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农业机械化水

平在这两个阶段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当农业机械化程度每提高1%,生产积累阶段效率可增加3.2%,治理阶段效率可提高到16.2%。

这表明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农业生态效率。农业机械化的使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催生更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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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绿色化发展进程，减少了中间成本和时间。

(3)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整体和分阶段的效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具有正向影响。在农业生产积累阶段，农业种植

结构每调整 1%,相对效率可增加 0.2%;而在生态治理阶段，其效率可提高 9.3%。可能的原因在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整体有减少趋势，特别是下游地区比重下降明显，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呈逐年扩大趋势。相较于粮食作物

的生产，经济作物需要的化肥、农药等投入量相对较少，对环境和种植条件要求更高。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种植经济效益

高、环境污染少的农产品无疑对生态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助于提升农业生态效率。

(4)农业受灾率。

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饱受季节性灾害影响，各地虽积极应对，提前预警谋划，但防灾减灾技术水平和控制力度仍

待提高。从回归结果来看，农业受灾率对长江经济带各阶段效率指数呈显著负向影响，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积累阶段，农业生产

积累效率随着受灾率的上升而显著下降，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较为依赖，特别是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等自然因素的

影响，易造成农产品的大幅缩减，农业期望产出的减少将会导致效率存在损失，使得农业生态效率下降。

(5)财政支农水平。

财政支农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表明财政支农力度的投入并未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

整体的提高。在生产积累阶段，财政支农水平对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呈负相关，但不显著，系数为-0.108。这与一般预期相反，

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虽然有利于修建水利灌溉设施、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粮食

生产环境，但农民获得补贴后为了提高产量会购置农药、化肥、农膜等化学产品，从而产生依赖，引发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

因此财政支农水平在生产积累阶段的效率反而出现了抑制作用。在生态治理阶段，财政支农水平与农业生产治理效率在 5%显著

性水平下，系数为 0.017 呈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近年来，连续十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且研究区内基于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的相关指示及规划的提出，调动了农

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水平将助于促进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

4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 Super-NSBM 模型对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借助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

最后运用 Tobit 回归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

(1)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内各省份整体农业生态效率水平不高，综合平均效率值为 0.998,接近于 1,仍未实现 DEA 有效。

分区域来看，农业生态效率综合水平出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一阶段的农业生产积累效率

明显低于第二阶段农业生态治理效率，这说明农业生产积累效率偏低是导致农业生态效率整体水平未实现 DEA 有效的主要原因。

(3)从核密度估计来看，2015 年波峰有两个，说明 2015 年各省农业生态效率值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2008、2011 和 2019 年的

波峰个数则只有一个，未出现两极分化。2008～2019 年间，从“单峰”逐渐演变为“双峰”,到最后变为“单峰”,且主峰高度

表现为持续变矮的态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内省份的农业生态效率极化现象有所减弱，内部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4)从

影响因素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农业生态整体及其分阶段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生态整

体及其分阶段效率呈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市场化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在农业生态治理阶段有正向影响。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



15

(1)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在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一是要将人力、物力和资

金等农业生产资源向特定区域集聚，实现农业规模经济；二是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民组织起来，积极鼓励种粮大户和紧

密型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依靠和发动市场主体，探索农业立体化、综合化、高效化种养模式，有效促使农业生态化发展。

(2)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进农业绿色化生产。对于农业资源禀赋优、土地相对密集型的中下游区域，

采取由机械对劳动投入的替代方向发展；对于耕作条件复杂、劳动密集型需求较强的上游地区，在保持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

将农业生态产品作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价值，推广节本增效技术，朝生物型技术方向发展，降低农业投入成本，从而转化为

农业生态资本，从而推动农业绿色产业化进程。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防灾害能力。长江经济带的农业发展易受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影响，因此应认

识长江经济带水土流失及其灾害规律，一方面需加强农村群众防灾救灾科普知识培训，加强对抗灾救灾情况的意识；另一方面，

提高设施农业建设标准，不断引进、推广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提高现代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地制宜的制定农业防

洪、治水的长远规划，科学、统筹、合理地建设排水、抗旱设施，为现代农业抵御自然灾害提供技术保障。

(4)优化财政支持力度，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财政支农的力度大不相同，且近年来财政支农比率在

部分省份并未保持增长态势。由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对于农业生态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需加大财政

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支农方式，提高财政支农的效能。如先行选择试点区域，启动财政支农改革任务；适当吸引社会

资本，引导涉农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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